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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理解羌族历史的关键词

——以顾颉刚、马长寿、王明珂为中心

苏宇轩

清华大学日新书院

摘要：羌族是古史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范式也始终与羌戎

研究息息相关。他们是谁？他们有怎样的族群特质？他们为什么与其他族群不同？在

研究古代文化与社会时，人们往往会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又为材料所限而很难进行

深入的探索。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古代的“边夷”研究、民国“边政”研究与近年来

的“边缘”研究的学术脉络，并以比较的视角梳理了顾颉刚、马长寿、王明珂三人的

学术经历、族群理论、史料运用与研究方法。本文认为，顾颉刚与马长寿的研究范式

较为相似，均为文献溯源范式，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相似的学术背景与所处时代特征。

王明珂则采取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范式，认为边缘不仅是拱卫、衬托中心的工具，还

是与中心互为主体的文化区位，这不仅与顾颉刚、马长寿、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的学

术观点形成呼应，也对当代先秦民族学、历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羌戎；顾颉刚；马长寿；王明珂；边缘研究

一、从“边夷”、“边政”到“华夏边缘”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中，“边缘-中心”的认知体系由来已久，华夷秩序的认知最

早可以追溯到东周的“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指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种族

和国家较为落后，是“化外之民”的蛮族。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原的政权是天朝，中国之

外的地域按照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由此认知建构的“华夷秩

序”、“朝贡体系”以及“天下”观念的隐喻，推演形成了“中国之中的中国”和“中国

之外的中国”的“边缘-中心”对应体系。
①
然而，这种视角往往从儒教、华夏等中心的角

度来分析问题，由于“从周边看中心”的视角的缺失，这种研究难免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

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②

① 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② 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交换》，思想战线，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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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学者对边疆的调查研究主要以“边政学”的研究框架为依托。边政学的兴

起主要有两个起因，其一是近代西方民族观对传统华夷观的冲击，其二是外敌入侵救亡图

存思潮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吁求。

首先，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引入，对中国传统的民族观与国家观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冲击。传统夷夏观难以解释多元族群国家的现状，也难以收束学术界对

如何安置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并将之本土化的争鸣，如何科学地应对这种挑战，是摆在近代

以来中国学术界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其次，“九一八”事变以来，顾颉刚等学者目睹“强

邻狂施压迫”，认识到侵略者借民族、宗教问题分裂中国的企图，便开始为挽救民族危亡，

而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的研究。
①
由此，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研究志趣逐渐从

古代史的“高文典册”转向浃肌沦髓的现实关切，义无反顾做起了钱穆所说的“另辟蹊径，

重起炉灶”的工作，致力于民族边疆问题的研究和民族团结事业的促进。
②

由此，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新范式指导下，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中国学术界兴起了

“边政学”的显学研究。出于“抗战建国”须认识边疆之迫切需要，西南边地聚集了一批

多学科构成的边疆学者，并形成了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学术共同体之一，顾颉刚、马

长寿即在其中。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的羌戎研究主要以两种范式主导，其一是田野调查范

式，其二是文献溯源范式，下面将简要介绍之。

社会调查范式是一种西方传入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近代以来，西方族群观念逐渐传

入中国，1915 年，具有传教士背景的英美学者陶然士、葛维汉来到岷江上游传教调研，

开创了以人类学、博物学等田野调查形式为范式的羌族建构和研究路径。以此研究路径为

指导，国民政府教育部、华西大学基督教边疆服务部组织师生到羌区进行边疆和社会考察

后编写出版的《川西调查记》为集大成之作。在其之中，1950 年以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主导下的民族大调查也沿用了这种范式，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研究羌族的历史和社

会。

文献溯源范式是另一种认识羌戎社会的路径，以古代学者的文献考证为底色。这种范

式注意到了广泛而杂乱分布在殷墟甲骨、先秦汉唐文献典籍中的“羌人”踪迹，并从传世

文献和甲骨卜辞重寻找历史上的羌戎氐等人群。这种范式主要探讨的问题是羌族作为一个

历史人群的演变、流徙、与华夏民族的征战融合的动态过程。这种研究范式以民国时期社

① 顾颉刚：《<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编后》，《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② 钱穆：《师友杂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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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类学家吴文藻所著《边政学发凡》为奠基之作。随后，顾颉刚、马长寿等学者纷纷参

与到边政学的研究中，留下了许多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边政学”的热烈探讨中，学者们逐渐区分了边疆的两种含义。20

世纪 40 年代的学术界就对“边疆”的内涵有过探讨。如吴文藻提出边疆的双重含义，一

方面是政治上的边疆，指地理周界上的国家分野；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边疆，指国内许多语

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分野，这亦是民族上的边疆。
①
学者李安宅也

注意：“国人之谈边疆，其边疆多系指文化上的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

为界，海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农耕畜牧

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
②
由此来看，20 世纪 40 年代的学者已将地

理周界与认同边界分而视之，这种学术观点的进步以动态的时间看待边疆，逐渐意识到边

疆与华夏的互动性，为后来“边缘视角”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曾经被打为资产阶级学科的人类学逐渐恢复，费孝通接续边政学研究，

开启了边区研究的新篇章。1987-1990 年是费孝通的高产年代，他在初步完成江苏小城镇

的调查后，将研究方向转为边区和少数民族研究，写就了《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
③
、《边

区开发四题》
④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⑤
、《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

⑥
四部著作。与

此同时，以留日学者王崧兴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也主张“中国的中心和周边”的研究，

王先生积极倡导“从周边看汉族社会和文化”的视角，这种观点相对于顾颉刚、马长寿等

人的视角更为新颖，然而王崧兴仅仅提出了“边缘视角”的假说，并未在具体、实证的民

族志层次上检验这一视角的合理性，也未深入实地田野调研掌握一手史料证据。末成道男

教授在日本主编出版了《中心和周边：人类学的田野视角》，对王崧兴的研究理念进行了

进一步阐释。
⑦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些中国台湾学者反身询问“自我”的

含义，追寻“自我”的边缘，发出了“何为中国人”的追问。新锐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的

①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 年第 1 期。
②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1942 年第 1 期。
③ 费孝通：《边疆开发与社会调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④ 费孝通：《边疆开发四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⑤ 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⑥ 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⑦ 黄应贵、叶春荣主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

究院，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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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著作，如《华夏边缘——历史与族群认同》
①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

人类学研究》
②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③
等就是该学术思潮的典

范。按照年代顺序观察王明珂的“边缘”系列著作，可以发现其学术思想逐渐调整和丰满

的脉络。在王明珂看来，通过明晰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才能更好地理解自我。具体来说，

边缘不是中心的化外之地，而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反身询问中华民族本源的最佳位置。

由此来看，接续着王崧兴等学者“周边看中心”的方法论，王明珂的学术贡献在于将王崧

兴等人的“边缘视角”发扬光大，并从“边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丰富了王崧兴对“边

缘”的早期定义。

综上所述，中国认知体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中“中心-边缘”观的存在由来已久，古今

学者的民族叙述与历史认知中也从未放弃对“边缘”的考察。其区别在于，古代学者秉持

严格的夷夏分野，将“边缘”视为鉴证“中心”存在，拱卫“中心”尊崇地位的工具。在

王崧兴看来，边缘的研究是为了更好理解中心而存在，边缘的地位仍然比中心“低半头”，

工具色彩的边缘研究色彩依然存在。到了王明珂这里，他在突出边缘的意义和视角的同时，

在历史的动态和文本的交互分析中指出边缘与中心共同建构的特点，并体现边缘和中心的

互为主体性。

以下三章中，笔者将以三位羌戎研究的名家大师为中心，比较不同年代的三位学者的

学术背景、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价值关切的异同之处，尝试分析羌戎研究在年代递增之

间的进步之处。

二、顾颉刚：高文典册中追寻“边缘”

1923 年，顾颉刚首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致力于打破旧有的上古史系统，

大意为古书中所讲的历史大都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而且是一层层累积起来造成的。这其

中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人心目中的古人为禹，

孔子时代则是尧舜，战国以来又出现了皇帝、神农。其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

物愈放愈大”，这从孔子逐渐在历朝历代中逐渐神圣化的趋势可以看出。其三是“我们在

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版。
②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
③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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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知道东周羌戎的本原历史，但可以知道战国、汉唐时史家记载的

东周羌戎史。

由此，顾颉刚主张必须打破四个观念，即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

念。顾颉刚认为，在民族方面，中国民族本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始祖，而后世学者们出于

政治的需要，方才构建出一统的帝王世系和民族一元论。因此，绝不能胡乱承认这类“牵

合混缠的传说”，“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在地域方面，实际上在战国以前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

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
①

1930 年前后，顾颉刚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他受到考古学的影响，

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人们的“上古观念史”。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

情势下，他逐渐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事业和民族边疆等现实问题研究，反思民族问题上疑

古立场的偏差，并结合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此理论也成为其中

国通史和民族史研究及编撰的指导思想。
②
由此，学者们往往在阐释顾颉刚 1930 年前后学

术思想变化时，将“民族危机”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以此为参照视点言前后两端之不同。

③
笔者认为，如果从顾颉刚的羌戎研究出发，可以发现其从历史典籍钩沉羌戎历史发展脉

络，运用神话透视羌戎同华夏各族群关系的研究视点，而这也恰恰照应着对中华民族整体

性的论证。

1950 年，顾颉刚写成《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一文，对中国古典文献中记载的昆仑

传说进行系统地描述，并得出昆仑乃是羌戎民族的宗教中心，是羌戎中发源而传至中原地

区的结论，进二认为中国古史的源头是西方羌戎文化。
④
以下将以从文本内容出发，探讨

顾颉刚的羌人身份观、流徙观与顾颉刚治史的方法论。

（一）何谓羌人：顾颉刚的羌人身份观

①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 202-203
页。

② 奂平清：《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史学集刊，2021 年第 3 期。
③ 李政君：《民族危机与顾颉刚学术思想演变新论》，北京党史，2020 年第 4 期。
④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193-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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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民族性质与总的状况”，顾颉刚在《三千多年来的羌戎》一文中开宗明

义地论述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夏代以前，亚洲的东大陆上林立着不同种族、政治、社

会组织和文化传衍的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无数部落；经过了夏、商、周三个大朝的一、二

千年来的经营，才把统一的‘中国’逐步建立了起来，也把‘华夏’的民族意识培养成功

了。”①

由此来看，顾颉刚承认少数民族融合为统一大民族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认为这种统

而合一是确切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儿”的观念也由此而来。接下来，顾颉刚入手考察羌

戎等少数民族。在顾颉刚的语境中，“羌”、“戎”是古代华夏对西部边缘人群的他称，

并不一定表示世代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某一民族，而是华夏之人对西方异族的概念。
②
由于

层叠芜杂的古籍荒于整理且“带有偏见”，顾颉刚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对历史人群作细

密的分析，使得这一族不为那一族混淆，几乎成为不可想象的事”。
③
然而，现实的研究

的需求迫使顾颉刚直面这个问题。由此，对于羌族的身份，顾颉刚抱持这样的观点：

“在西方，羌与戎都是大名，戎是西方诸族的通称，为表示其地望则曰‘西戎’。羌

指某一族的专名，但因他们所占的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例如范晔的《西羌传》就

是把西方各族都收了进去的，因此西方诸族也不妨称为‘西羌’或‘羌、戎’。”④

由此来看，在顾颉刚的论述中，根据古籍记载的不同，对某一历史人群单称“羌”、

“戎”或“羌戎”并称的情况都可以见到。在确定了顾颉刚的“羌、戎身份观”后，还应

当留意氐、羌这两个民族的区分。吕思勉曾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出：

“按《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

氐羌。今谓之氐矣。’则汉时之氐，即古所谓氐羌。盖羌其大名，氐其小别。”⑤

①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197-198 页。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07 页。
③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198 页。
④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203 页。
⑤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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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吕思勉将氐与羌看作包含关系，认为氐是羌的一种，羌完全包括了氐。那

么顾颉刚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在论述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时，看到冉陇地

区将夷、羌、氐三种人并称，因此他又说：

“氐和羌固然可以分，而实际上却很难分，要弄清楚的化，现存的材料是不足以解决

的。”①

事实上，关于氐羌关系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论：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把氐、

羌并称，认为氐、羌均是炎帝的苗裔；
②
郭厚安《甘肃古代史》一书认为氐羌同源，即在

汉以前是一个民族，汉以后成为两个民族；
③
顾颉刚和马长寿则认为氐和羌就是两个不同

的民族，方荣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认识，并对氐和羌给出了清晰的界定。
④
方荣在《甘肃人

口史》一书中把氐定义为定居于河谷平川地带，以农业种植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农耕部落人

群，而把羌定义为在草原山地以畜牧业为生活资料来源的游牧部落人群，也包括与农耕部

落接壤并实行定居的半农半牧人口。
⑤

总的来说，顾颉刚仅从历史的角度对羌戎进行身份认定与族群划界，在这个过程中，

谨慎地避开了羌、戎、氐的族群现状探讨。这一方面是囿于顾颉刚本人“高文典册”研究

范式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在于顾颉刚考虑到民族危机时，对过分强调种族分野而导致的

族群分裂的隐忧。

（二）羌人何去：顾颉刚的羌人流徙观

顾颉刚对民族起源的完整表述，最早可见于 1926 年北京华文学校的演讲：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这是

在误用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⑥

继此演讲之后，顾颉刚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羌戎的流徙问题，如 1933 年《州与岳的

演变》、1937 年《九州之戎与禹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顾颉刚逐渐形成了针对羌戎

流徙的基本观点：“羌、戎民族的迁徙流布，与华夏的交融不但有一个线性的历史过程，

①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219 页。

②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77 页。
③ 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30 页。
④ 董知珍、冯小琴：《史前到先秦时期甘肃地区的古人类与民族活动》，陇东学院学报，2016 年第

6期。
⑤ 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66 页。
⑥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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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存在‘不同地域文化以昆仑故事为核心的层层附着’，也即随着民族的迁徙流动，

神话、传说故事也发生流动和变化。”
①
总的来看，顾颉刚 1950 年的《三千年来的羌戎》

一文中，已经提出了针对羌戎流布的核心观点，下文将简要分析之。

由于夏、周均由西方勃兴，羌与华夏的关系密切，顾颉刚以为虽不知具体何时，但至

少在商汤时已有往来。顾颉刚引用《商颂》说明之：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

从甲骨材料可以细察羌在商周时期的流布。羌分为两大部落：一是北羌，一是马羌；

羌人与商相互征伐，商人嗜杀，甲骨中也常有以羌作祭的记载。对于羌人与商的关系，顾

颉刚列举了几则甲骨材料进行论述，大致归纳可以归纳为：

（1）武丁时武功最盛，对羌人进行征伐，《周易》言武丁征伐鬼方，其南面的羌人

也服帖归降，俘虏的羌人多作为奴隶为商劳力耕作、放牧，亦或用作祭祀。

（2）自康丁时，羌人就不再服从了，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1946 一片记载康丁祈

求降灾于羌，商羌关系发生波折。

（3）武乙时“王？次令五族伐羌”，动用五族之力大举伐羌。

（4）文丁时“王于宗门逆羌”商羌关系又重归于好。到了商末周初，羌人在《牧誓》

中出现，可见是参加了周武王阵营。

（5）在此，顾颉刚引用章炳麟等人的论断，论证了“羌与姜”的关系，认定羌姜本

是一字，姜为羌族女子的姓。

羌者，姜也。晋世吐谷浑有先零，极乎白兰，其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杀，以是知羌亦

姜姓。②

按照《生民》的说法，周的始祖后稷母亲叫姜嫄，姬、姜两姓相处密切，所以常常结

为婚姻，《周语中》有“齐、许、申、吕由太姜”周武王得天下后受封为诸侯，这也是姜

姓的母家人。由此来看，周与姜姓有接叠不断的婚姻，姜姓也就成就了母舅势力。但那些

留在远地方，没有受封为诸侯的羌人则还是戎，没得到翻身。所以，随着周王朝建立起正

统的华夏政权，这一部分羌人被排除于外。

① 李政君：《故事的跨地域流布与古史的“层累”造成——试论 20 世纪前半期顾颉刚古史考辨路径
之推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②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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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理论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

姜姓族在成为华夏的威胁后，被归为“非我族类”这一观念在战国延续了下去，以华夏为

代表的核心族群稳定性与羌人边缘民族的不稳定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就是这种“边缘”

及其产生的对比构建了华夏的定义。这一点上也能看到王明珂对顾颉刚的呼应之处，这一

点在“王明珂：以历史人类学发现‘华夏边缘’”一章中讲展开论述。

秦汉时期的羌人，见于记载的有《后汉书·西羌传》中的羌人首领无弋爰剑：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

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

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

遂俱亡入三河闲。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闲少五谷，

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谓奴为无

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后汉书·西羌传》）

当秦献公灭狄戎后，羌人受威胁，便西迁分散各地。到了汉代匈奴强大，羌人做了他

们的臣属，也有部分羌人愿归附汉，景帝便容许留何等率族内迁，集中在甘肃的西南部。

武帝时，西羌与匈奴应合而反，李息讨羌将其赶入青海和盐池，逼迫他们让出了湟水流域，

设陇西郡、护羌校尉。在汉廷看来，羌人虽然占地大，但政治组织太不健全，一盘散沙常

常自相攻伐，所以汉人无须惧怕他们，只是要提防羌人与匈奴勾结，所以，就在其肥沃之

地设立郡县，赵充国罢骑兵万人屯田留守湟中。到王莽时，王莽乱玩，在湟水以西设西海

郡，烧当羌部族当时常作诸羌的领袖，王莽失败后就把西海郡夺走了。

东汉初年时，光武复设护羌校尉，但未能避免冲突，先零羌劫掠陇西，被太守马援击

破，马援为彻底解决问题，认为不可将羌人放任于湟中，上奏请置官长，修城郭，劝耕牧，

将其移迁于内地，许多官吏都效仿了内迁这个办法。但到安帝时，官吏长期剥削内地羌民，

民族没有融洽，这个原先的办法导致了内地变乱。于是，又有征西校尉任尚遣人刺杀先零

羌酋零昌，诸羌瓦解。顺帝、桓帝时陇西的烧当、烧何又劫掠边塞，段颎率军破之。但以

上祸乱起自关西，西羌被压服后，东羌祸乱又起，东羌就是东汉初年内迁到三辅、汉阳一

带的西羌，当时皇甫规招抚东羌无效，便调来刚平定完西羌的段颎大战东羌，这次的大杀

戮后羌人势力便微弱下去了。汉代羌人的内迁这一点，在马长寿一节中会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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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顾颉刚对于羌戎历史论述的主体也就告一段落了。那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什么是羌人？顾颉刚在开篇先强调了概念的模糊性。不必多言，羌是华夏民族对古代部分

少数民族的笼统称呼，可为“羌”可为“戎”亦可为“夷”。顾颉刚以地域划分了羌人居

地，并提出了关于羌人流徙分布的四种基本观点，这也是本文的主体结论：

(1) 《后汉书·西羌传》及以上所论及的羌人大都住在青海省及甘肃西部，这部分羌

人的后代，因为在唐代属于吐蕃，被称为番民，接受藏传佛教及其文化，也就是

藏民。

(2) 在四川境内，《西羌传》中记载则很简略，有大牂夷、龙桥、薄申三个。这些羌

人的后裔，大部分应已融于汉人，还有部分就是今天四川中部汶川等地的羌人，

这些羌人不受佛教。

(3) 《汉书·地理志》中有羌谷水（弱水），可推出弱水源酒泉祁连山一带有羌人的

居地。

(4) 在今新疆天山南路，有《汉书·西域传》所载的羌国“婼羌”，这也为其周边西

域古代小国为羌人居地提供了可能性。

（三）边地行走：顾颉刚的修史方法论

顾颉刚曾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慨叹：“吾族无种族之隘见而惟求文化之扩展，

故四表得层层消融以成此庞大之国族......可于艰难图存之中增进吾民族之自信力，亦使

吾民族精神得以昭著于世界。”
①
由此可见，在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是一

个儿”的学术浪潮契合了时代的呼声，历史书写与现实需求如此深刻地交汇于顾颉刚 1940

年前后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 1938 年西北考察之行后，如何撰写一部激发中华各民族“同

情心”和以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历史事实的新式中国通史成为顾颉刚的学术目标。
②

1937 年 9 月到 1938 年 9 月，顾颉刚以“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的身份考察游历西

北诸省，这期间及此后几年中，陆续发表的系列文章《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文化工作》

《中华民族的团结》《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等等都彰显了顾颉刚以学术为武器，力图解

决“如何让一个儿的中华民族彻底团结起来”的问题。这种边地行走的田野经历无疑拓展

①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 年第 8 期。
② 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 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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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顾颉刚的研究思路，让他从高文典册走向田间街头，了解了现实中而非古籍里的边地羌

戎，这深刻影响了他的民族史编纂。

在西北考察期间，顾颉刚尤为重视史料的收集，对此，顾颉刚曾感叹道：

“中国的民族由许多大小种族混合而成，这是无疑的事；可是许多原始的种族当初生

长何地，移植何地，如何创造自己的文化，如何吸收他方的文化，又如何与远近诸种族交

通联系而建立一个大民族，历史书上的空白太多，或者除了一个种族名之外其他全是空白。”

①

由此可见史料搜集的困难。最终，顾颉刚也没有完成其中国民族通史的写作任务，但

是在游历边疆的田野调查和高文典册的文献溯源范式下，顾颉刚最终完成了《昆仑传说与

羌戎文化》一文。该文写作于 1950 年 2 月，原是为法国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而写，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方才见到其真面貌。从《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的字里行间，

我们可以看出边地行走经历赋予了其民族史写作以现实感，例如论及羌人“披发覆面”风

俗、甘青“土人”和历史上的吐谷浑时，顾颉刚引用考察所见，赋予历史以鲜活感：

“至于青海方面，我曾见同仁县北保安堡的女子现在尚是如此......”②

（四）小节与讨论

综上所述，顾颉刚未曾出国留学，但仍受到西方和日本普世主义文明论的影响，配合

中国校勘和训诂的学术传统，探索出“层累演进”这一偏于实证和应用的文本分析方法。

人文学科面对文字材料（史料、传说、戏曲）等的分析，都需要合理选择“切开”文本的

范式工具。事实上，顾颉刚的古史辨研究方法贯穿着“层累演进”分析方法的逻辑，这一

方法是将科学辩证的学术思想落实于文本研究的具体实践，也是文本发生、发展规律的科

学总结。

三、马长寿：人类学视角审视“边政”

马长寿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他自幼家境贫寒，刻苦读书，

于 1929 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并于 1936 年转入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工作。所

①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197 页。
②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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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博物馆筹备处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同，这里人才荟萃，由蔡元培、李济先后任主任，下

设历史、考古、民族三个部分，马长寿就在民族部分工作，并由此系统地接触了民族史的

材料。
①
在中央博物馆的这段经历无疑对马长寿有深远的影响，他被李济派往四川省进行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任务是考察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经济生活、语言、

文字、宗教情况等，并为博物馆陈列室收集各种标本。
②
出发前，蔡元培以中央研究院院

长的名义写信给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说明考察的重要意义，要求给予尽可能的帮助。

1937 年初，马长寿和他的助手分两次进入宜宾、屏山、凉山等地，调查彝族、羌族、

番、嘉戎(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次的考察中，马长寿几近走遍了这些地区

的各个部落、村庄、收集到了许多珍贵资料。建国后，随着批判胡适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这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集体公开告别”。随后，将“革命意识形态”奉为圭臬

的唯物史观派从学术界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其后至少长达 30 年的时间中成为主流的学

风和路数。对于马长寿个人而言，1952 年以来，由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马长

寿顺应时势将研究方向调整为古代民族史领域。
③
社会学专业背景出身的马长寿缘何成为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独特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纵横交织的学术视野如何形成？

接下来，笔者将从马长寿的学术体系的丰盈、马长寿的关于羌人流徙的基本观点，以

及他的人类学治史方法论入手，具体分析马长寿对氐羌民族史的基本观点。

（一）学术史：逐渐丰盈的学术体系

在马长寿深入四川多地考察之前，他曾经因撰写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而受到

李济的赞许。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超越一孔之见，提出创见，即多视角地审视民族特征，并科学地予以归属。在多视

角中，他把握主次，提出了语言（实质性）为主干，辅以体质特征、服饰特征、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及地理分布等为枝干进行研究......马先生划分诸族群地依据，纵横交替，史志

① 参见王宗维：《马长寿先生传略》，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5 页。

② 王宗维：《马长寿先生传略》，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6 页。
③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江苏社会

科学，199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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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集前人之长，补前人之短，将西南民族的划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种划分方法沿用

至今，在大的结构上仍无多大变化。”①

由此来看，这一时期中马长寿对待民族划分的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察。

（2）以族群的客观特征（语言等）为主要依据进行民族划分。

（3）仍然重视传世文献的应用，并以此为民族划分的重要辅助。

事实上，马长寿于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期间（1929-1933），正值孙本文担任

该系主任和教授。孙本文留美期间，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心理学派的影响，提倡要在中国

建立文化社会学，并成为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因此刚刚接受社会学启蒙

的马长寿，在校求学期间深受孙本文及其掌舵下的社会学系的治学思想和理念的熏陶和濡

染。
②
而考虑到彼时中国的民族史学研究尚以高文典册中的文献溯源范式为主，可以说马

长寿另辟蹊径，在学术生涯的早年接触到了西方实证调研范式，并实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

田野的衔接。

20 世纪 40 年代初，随着田野调查与资料整理工作的结束，马长寿撰写了一系列反映

边疆民族历史文化情况的论文，如《嘉戎民族社会》
③
等。周伟洲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马

长寿的作品：“这些论文，是他应用近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科学方法，进行民族实地调查，

结合文献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④
由此来

看，这一时期的实地调研既成为马长寿应用田野方法的首次试验场，又让他确定了对于边

区少数族群文化研究的学术追求。事实上，目前也有许多学者接续马长寿的研究思路，做

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如杨铭所领衔的团队就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羌族部落做了细致的考

据，延续了马长寿先生的羌族古代史研究之旨趣。
⑤

20 世纪 40 年代末，马长寿撰写了其学术生涯中极著名的一篇文章《论统一与同化》，

系统表述了他对边疆民族史与治边方略的观点：

① 李绍明：《马长寿先生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贡献》，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

第 37-38 页。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8 年，第 66 页。
③ 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 4期，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收入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

族学论集》，第 123-335 页。
④ 周伟洲：《马长寿教授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王宗伟、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第

57 页。
⑤ 魏长青、杨铭：《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族部落考》，青海民族研究，2015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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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是中国治边的目标，同化是中国治边的方法。统一主要包含政治统一与文化统

一。......政治统一非指一党专政，更非武力统一或极权政治。所谓政治统一主要是全国

各级政府，无论中原边疆，都须实行一种系统一贯，彻底民主的政治制度.....故此，文

化统一（同化）是解决边政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而文化统一是指文物制度的统一，但决不

是汉化。因为汉族文化本身有许多问题的，在中原已经行不通，当然我们不能提出再实施

于边疆。”①

这段话的含义比较曲折，主要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是统一和同化的方法，这看起来

未免有些大汉族主义。然而接下来，马长寿笔锋一转，提出“同化”不是之前孙中山等人

所抱持的“汉族化”，而是一种更高层级的“现代化”。鉴于此，马长寿认为应当重新评

估汉族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并提炼出其中的六点原则：

“进步的原则、民主的原则、适应的原则、理性的原则、轻重的原则、多数的原则。”

②

由此来看，这是马长寿对边疆治理方略的学术阐释，这些思想回避了完全的汉族独大

论，肯定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这是值得赞许之处。然而“同化”原则的背后包含

的是一套人为主观的针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这种主观标准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绝对真理？这种颇具社会改造色彩的民族价值评判观点，在笔者看来这是有待商榷的。

不过总的来说，马长寿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提出的观点有相当的进步价值。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的社会主

义改造来得异常迅疾。1950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决

定提出一方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

合；另一方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③
由此，各大高等院

校中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尽数被撤销，马长寿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代

表，被“发配”到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由此，它的研究视野转向了古代民族史。在政治

风云激荡的年代，马长寿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以此指导古代民族史的研究。

从 50 年代起至 60 年代初，年岁已高的马长寿先生仍然坚持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多次

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四川凉山彝族地区、陕甘回民聚居地区），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做出

① 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边政公论》第 6卷第 2期，第 9-16 页。
② 马长寿：《论统一与同化》，《边政公论》第 6卷第 2期，第 9-16 页。
③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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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贡献，这一时期马长寿的著作颇丰，如《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北

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等。马长寿于 1962 年动笔写作《氐与羌》一书，然而随着政

治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在马长寿 1971 年病逝之前这本书也没能够出版，直到 2006 年才最

终问世。

本章分析的重点也是马长寿先生的《氐与羌》一书，第二节将针对马长寿的羌人流徙

观进一步展开论述。

（二）何以羌人：马长寿的羌人流徙观

马长寿首先论述了氐、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为氐与羌早在商代就先后出现于历

史记载。隋唐时期，氐族逐渐汉化。羌族中居住在秦、陇地区的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

的逐渐融合于藏，一小部分居住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仍为羌族，它和汉族的历史是同古

同今的。古代氐、羌活动的地域较为广大。不搞清氐、羌史，要研究西北和西南各民族的

历史是很困难的。

接下来，马长寿论述了羌的三次内迁：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夏商之际的吕国、申

国、许国等都是羌民进入中原建立的小国。羌族陆续迁入豫、陕等地。秦以前迁入的羌族

基本上融合到汉族之中。第二次是在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因各种原因迁徙到陕西、甘

肃东部及河西的部分羌族，逐渐汉化。第三次是隋唐时期。秦陇地区的羌族进一步融合于

汉，河湟及四川西北一部分羌族逐渐融合于藏。唐中叶，因吐蕃北上，原在四川西北的党

项羌被唐朝迁徙到河套一带，到宋时建立了西夏政权。敦煌出土的遗书可以看出，唐末河

西地区又徙来不少的羌族部落，一直到宋初凉州等地仍有不少的羌民。以上地区的羌民直

到宋代以后才逐渐融合到汉、藏之中。这大概是马长寿关于羌族内徙的基本观点，下面笔

者将结合史料具体说明之。

古代的羌族是从何族演变而来的呢？对这样一个有关古羌的核心问题，马长寿与顾颉

刚引用不同的史料，得出一致的结论：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

西南羌地是也。”（《后汉书·西羌传》）

前文已述，顾颉刚按照中原政权的朝代顺序，先讲商朝时羌商关系，再讲周朝时的羌

周关系，再将秦汉之际的羌周关系。这样叙述的好处是完全站在中原政权的视角，在汉族

人看来似乎是顺畅而理所当然的，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历史族群认知。但少数民族的早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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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未受到中原政权的影响，具有自身的发生发展逻辑，如果按照汉族政权的朝代顺序进

行时间划分，未免会显得割裂。与顾颉刚不同的是，马长寿并没有按照中原朝代（夏商周）

的更迭顺序来叙写羌族的流徙，而是将先秦时期通盘考虑，从羌族“三徙中原”来描绘先

秦时期羌族的内迁过程，三次迁徙的过程为：第一次进入中原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的虞夏

之际。一部分羌民因大禹治水有功，留居中原，被封为许多的姜姓国。周建国以前，姬姓

的贵族和姜姓的贵族常世为婚姻。第二次进入中原在周幽王三年（公元前 779 年）。烽火

戏诸侯。第三次进入中原在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 638 年）秦晋之好而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接下来，在义渠人部分，马长寿对顾颉刚的论述做出了进一步学术拓展。顾颉刚是怎

么样看待义渠人的呢？顾颉刚认为，义渠史料太少，难以探明其具体情况：

“按此说似是而非。......秦灭义渠而有三郡，措辞太含糊了。”①

由此，顾颉刚只论及了义渠人与秦、楚的大致交往历程就收场了，而马长寿则对义渠

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并推断义渠人与氐、羌人相近，或也属于氐、羌语系。这主要

是从以下三点看出的。其一是义渠人同羌人一样实行火葬之俗，其二是汉宣帝派义渠安国

两次到西羌各地巡行，他对西羌的语言风土十分熟习，其三是范晔在撰写《后汉书·西羌

传》时，把义渠置于传首加以叙述，明显地将义渠列入“西戎”的范围之内。由此来看，

义渠人之所以参与东方的畜牧和农耕生产生活，是出于摆脱西方原始落后生产方式的考量。

这是马长寿相较于顾颉刚的进步之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步？不难看到，“义渠人同羌

人一样实行火葬之俗”这一重要佐证结论的得出，得益于马长寿人类学的调研方式。

到了秦汉时期的羌人，马长寿相较于顾颉刚的进步之处则在于厘定了爰剑三支子孙的

地理，并提出这是最早的西羌南迁。对于这段历史，顾颉刚引用了《后汉书》的史料：

“其后世世爲豪。至爰劒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䝠

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衆羌絶远，不复交

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爲种，任随所之。或爲氂牛种，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马种，广汉

羌是也；或爲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爲九种，

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

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爲研种。”（《后汉书·西

羌传》）

①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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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段史料，顾颉刚推定秦献公的武力震慑了羌人，爰剑一脉向黄河源之西迁徙，从

此与湟中羌断绝了往来。爰剑的子孙分派别，有白龙江的武都羌，有岷江的广汉羌，有雅

龙江的越嶲羌，爰剑的嫡系仍在湟中称王。
①

王明珂则很简短地引用了顾颉刚的观点，“河湟羌人受迫于秦人的军事压力，继续大

规模地远距离迁徙，向西发展的发羌、唐旄,出赐支河曲西数干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

部分。往西北,迁到新疆天山南麓的一支,成为“婼羌”。更有大量的羌人向西南迁徙,成

为岷江上游的羌人。”
②

值得注意的是马长寿的观点。马长寿考察了爰剑三支子孙的地理，并提出这是最早的

西羌南迁。具体来说，对于武都羌“参狼种”，马氏引用了水经注关于羌水的记载，提出

参狼谷在今甘肃宕昌县北部的荔川乡，从而将秦汉时的武都羌与北朝时的宕昌羌联系了起

来。对于广汉羌“白马种”的审定，马氏从汉书“有氐无羌”生疑，从《后汉书》有关《帝

纪》入手，认为白马羌在广汉郡之西北开外。并在此基础上分出了“武都郡白马羌”与“蜀

郡白马羌”并分别进行了考察。最后马氏分析了越嶲郡牦牛羌的地理，认为旄牛在越嶲郡

与程度间之汉嘉郡中。
③

接下来，对于两汉之际羌戎的迁徙，马长寿进一步拓展的前人的研究。对于两汉之际

的羌戎，顾颉刚引用的核心史料只能粗略描绘羌戎的迁徙，无法将几次区隔明显的迁徙分

而视之：

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强，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

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

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

通道玉門，隔絶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后汉书·西

羌传》）

①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第 231-237 页。

②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204
页。

③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8-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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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引用此段说明，景帝时期，羌人的一支依附崛起的匈奴，另一支内迁中原。武帝

时期，汉征湟中，隔绝了匈奴和羌的通道。西羌造反后，汉军将其赶出了湟水，并在湟水

置县。王明珂将其简要归结为“汉以进剿、移民、屯兵等种种手段对付羌人”。
①

马长寿则将两汉之际西羌的迁徙分为六次，其一是顾氏所言的景帝迁留何于陇西，其

二是宣帝迁降羌于破羌、允街，其三是王莽末年西羌入居金城郡，其四是马援迁先零羌于

天水、陇西、扶风，其五是汉明帝迁烧当羌于三辅，其五是三辅一部分降羌入河东，其六

是侯霸迁烧当羌于汉阳、安定、陇西。

由此看出马长寿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熏染的痕迹，他认为两汉为同族西羌和东羌，

除了设置刺史（牧）、郡设太守、县设令长外，又在边郡置都尉和属国都尉，边郡的县设

障塞尉，这些都是统治阶级派出去镇压少数民族的大小武官。东西羌起义的一个最基本最

普遍的原因，就是州郡官吏和豪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总括来说，在马长寿看来，两汉统

治阶级对于边郡的羌民，设官置尉是为了镇压羌民，戍边屯田则每每侵夺羌民耕地和牧场，

征伐屠杀则是保证镇压和掠夺的手段。内郡的降羌，或为豪强官吏所控制，重其徭役，敛

其牛羊，并被迫随同在各处打仗，或为塞将屯官所奴役，终年劳役而不得一饱。在这一大

段的论述中，马长寿主要引用的史料为《汉书》与《后汉书》。

《氐与羌》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马长寿对两汉之际羌戎的论述。他总结出了汉代统治阶

级“驯服”羌民的三种方法，其一是在河湟的水草丰美地区进行屯田，经济意义就是缩小

羌民的牧地，是恃水草以畜牧的羌民不得不移庐远去。其二是在对羌民作战时，首先占领

他们的牧地。这里马长寿引用了《后汉书·马援传》：“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援军据便

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结果是“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

于是陇右清净”。其三就是在战争时尽量掠夺羌民的牲畜。

总的来看，马长寿接续顾颉刚的研究思路，在不少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这

一方面是由于年代推移造成“巨人的肩膀”不断升高，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人类学田野实

证方法在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的应用。

（三）人类学：马长寿的理羌方法论

①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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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之处：“从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提出边政学的纲要，阐明人类学在边政研

究中的核心地位后，随着地区开发工作的进展，理论认识逐渐深化。至 1941 年，马长寿、

杨成志等民族学家已提出系统的处理边疆民族政治地位、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建设边疆

的具体措施，如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

国文化，边疆官吏的专门化等途径；并从理论高度思考边疆少数民族在抗战后出现的新问

题。”
①
由此来看，马长寿等学者的边政研究获得了学界的广发认可，而其对边政的相关

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于《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中的应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长寿开宗明

义地提出了西方人类学在中国田野中应用的恰当性：

“人类学的一部分是一种人文科学，它的产生和演进更不容易与应用分离。欧洲的人

类学不会产生于中古大封建主义时代，而产生于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无论如何，人类

学不当浸淫于蛮族学或弱小与少数民族之学的领域中了，应当开拓到人类全体及其文化的

整个领域之上。”②

由此来看，马长寿直面我们今天仍然在争论的议题：究竟如何处理民族的“个性”与

整个国族的“共性”之间的关系？马长寿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思路，即致力

于舶来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让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服务于中国具体的边疆民族问题。

实际上，马长寿也根据考古学的实证发现，确定了不少古羌分布的新特征。李峰《西周的

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一书也沿用了有铭铜器为主的佐证方式。马长寿提出：

“在古羌分布中心的河曲一带，近年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陶器的形

式和中原地区的陶器是一致的，但制作十分粗糙。先秦时代河曲地区为汉人足迹罕至之地，

所以这些石器和陶器应该是属于羌族。目前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尚未充分展开，我们只能

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羌族应是河曲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人。”③

那么具体来说，人类学的方法原则应当以怎样的角度切入以文献溯源范式为主的中国

边疆研究中呢？马长寿给出了七条重要建议：

（1）是以人类学的“文化模式”作为划分民族的标尺，建立科学的民族划分标准和

认知体系。

（2）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作用，并将其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① 符雪红：《20 世纪中国边政研究与边区开发理论述评》，学术探索，2004 年第 9期。
② 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中的应用》，《边政公论》第 6卷第 3期。
③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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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识到文化的变动性，要将教育的提倡作为治边的治本方法。

（4）以顺势利导作为改革边政的主要方法，发展边民自己的生活之道，而不能强行

灌输一种外来的方式。

（5）进行边政改革时不能妨碍边民生活的基本安全。

（6）正确理解并充分尊重各民族基于不同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不同风俗、态度和信仰。

（7）保持从容耐心的态度，不可遽变。
①

由此来看，马长寿在引入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时，也着力建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

独特系统，并积累了大量成功的本土经验以倡导舶来理论的本土化。站在更宏观的视角上，

在强烈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学者们救亡图存的使命感被充分激发，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心

理恰好与西方理论传入的风潮合流，从而使得人类学的学术诉求不可避免地与现实边政问

题的研究合流。正因如此，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成为了边政研究的一个最

为重要的学术组成部分。
②

（四）小节与讨论

从马长寿的学术生涯入手，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与顾颉刚的不同。顾颉刚浸染于浓厚的

国学传统中，校勘与考证功底极深，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大段征引，有时为了考证一个

微小的地理方位，顾颉刚可以轻松自如地拉出丰满的史料，并迅速理顺不同史料间的逻辑，

对史料间的抵牾之处给出令人信服的决断。然而马长寿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受到南京大学社

会学系氛围的熏染，虽未曾出国留学，但马长寿自然对西方社会科学范式更为熟稔，对田

野调查实证研究的方法更为熟悉。在马长寿著作的字里行间，或许难以寻觅到炉火纯青的

史料征引，但田野材料的搜索、整理，研究假设的提出与检验，这些都让读者感受到人类

学范式的新风尚。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前文不是提及顾颉刚的“边地行走”了吗，这和马长寿的

人类学治学风格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在笔者看来，顾颉刚的“边地行走”更多的是一种

针对历史材料的现实感受，其材料搜集与整理的工作虽也做了一些，但是依旧是按照直觉

来进行材料田野调查，未能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因此，我们在顾颉刚的《三千年

来的羌戎》一文中仅能看到田野材料在细枝末节处的旁证，唱主角的依然是史料溯源范式。

① 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中的应用》，《边政公论》第 6卷第 3期。
② 王欣：《马长寿先生的边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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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顾颉刚和马长寿的研究范式一为史料溯源，一为人类学实证研

究，这种取径的不同或许是由于其早年教育启蒙经历的不同导致的。

四、王明珂：以历史人类学发现“华夏边缘”

相比于顾颉刚和马长寿，王明珂的学术成长经历显得非常独特。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获

得了历史学硕士（1983），又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了博士学位（1992）。2014 年，

他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并于 2017 年担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现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如果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兴趣起自浓厚的家庭国学氛围

熏陶，马长寿的古史研究受到了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影响，那么王明珂的学术训练显然更加

多元，研究路数也更加“西化”。他在本科与硕士阶段接受了完整的中国古典史学训练，

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建立其考古与社会人类学的基础。1994 年博士毕业后，他

开始长期从事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青藏高原东缘村寨人群的研究。

在对于羌族的研究中，王明珂运用娴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由多点移动之村寨田

野研究入手，深入了解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人类生态之间的关系，然后藉此重新思考古

今中国之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人类生态长期变化，并以此说明华夏与其边缘共生、互动

且经过近代变迁而形成当代中华民族的过程，取得的成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①
下面，

笔者将从几本不同年代的代表作来看王明珂对羌族思考的流变，并聚焦于《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从文本内容的分析中一窥王明珂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成果。

（一）穿梭于文献与田野之间：王明珂的学术经历

在就读于师范大学历史所的时候，王明珂首次接触到了羌戎的历史。他在管东贵老师

的指导下写成了《中国古代的姜、羌、氐羌的研究》一文。在王明珂本文看来，这篇文章

是“很不满意的，因为我质疑羌族在历史上的延续性，却根本弄不清楚甲骨文的羌、周代

的戎或秦汉历史文献中出现的羌有什么关系。”
②
然而，尽管硕士论文不甚如意，但是史

① 徐杰舜、王明珂：《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期。

② 王明珂：《反思性研究和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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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所的经历却打开了王明珂的全新研究视角，据王明珂自述，那里有甲骨金文的专家，有

语言学的专家，还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知识收获很丰富，但挫折也很大。
①

到了哈佛大学之后，王明珂师从著名考古社会学家张光直教授，对羌族的思考有了进

一步的突破。哈佛大学的一门硬课是考古学概论（Introduction of Archaeology），王明珂

在这门课上了解到了族群理论、历史记忆理论。他跟随 Barfield（巴菲尔德）教授修习游

牧人类学，和 Stanley Tambiah教授学习经济人类学，在这个过程中细读、广读民族志。

特别重要的是，Dru Gladney（杜磊）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人类学系破例让他开设

族群理论的课，王明珂也因此跟 Dru Gladney修这门课，读了些族群理论的书。当时张光

直先生也提醒王明珂，他的博士论文中许多问题都和族群理论有关，因此王明珂修习得非

常认真。这才找到了正确看待羌戎的视角——将文献中记载的“羌”视为书写者“华夏”

心目中的他者。王明珂认为，从商代的羌到周的西戎、汉代的羌人，“羌”的概念从中原

慢慢向西边偏移，最后推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

那么这是一段纯粹异族的历史叙述吗？王明珂显然不这样认为。相反，王明珂将其视

作华夏本民族的历史。华夏用“羌”的概念描述自己的族群边缘，判断“哪边不是我们的

人”。随着华夏的范围膨胀，西边那些不是我们的人，就越来越远，汉代时因为更西方的

生态差距太大，难以变成华夏，边界才固定下来。王明珂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展出了《华

夏边缘》中有关羌族的叙述，博士毕业后，王明珂再度开启羌族研究，前往中国大陆进行

羌族的田野调查，1997 年，他写成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

值得注意的是，于该书写作期间，西方学界中盛行的考古学理论流派也在持续发生变

化，主张将一定范围内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实体与特定人群、族群、部落及人种相对应的“文

化-历史考古学”早已式微，强调对社会和文化演进过程进行功能论阐释的过程考古学也

已遭诟病，而强调个人存在并且关注物质现象背后情境的后过程考古学逐渐走向鼎盛。在

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传统的相互影响下，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西方学界的族群研究中越来越关注“主观”的因素，他们倾向于将族群概念定义为一种自

我界定的系统，强调群体边界和个人身份认同的易变性。
②

① 徐杰舜、王明珂：《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期。
② 此处关于西方学界族群理论的内容可以参看[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

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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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边缘》之后，王明珂又陆续出版了若干著作，包括作为专题研究的《羌在汉

藏之间：一个华夏历史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3）、《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

历史的文本与情境》（2006）以及《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9），

另外还有两本大量涉及理论反思的《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2012）和《反思史学与

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2016）。与其他几部著作相比，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

初步建立起一个用历史记忆理论来研究族群认同的方法论框架，可以说之后的著作都是

《华夏边缘》的延伸。由此，下面两节中将以《华夏边缘》为蓝本，分析王明珂的族群理

论与族群研究案例。

（二）《华夏边缘》的族群理论

王明珂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时候，以伊恩·霍德（lan Hodder）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

对过程考古学的怀疑方兴未艾，他们主张通过古代族群研究来为现存族群的政治诉求发声。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王明珂既受到了过程考古学的余韵影响，也对后过程考古学的理念

颇多涉猎，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他的跨学科族群理论体系。在王明珂看来，族群定义的客观

论和主观论之间、族群认同的工具论和根基论之间的矛盾不是完全无法调和的：

“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

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①

不过，在笔者看来，王明珂对族群的定义还是偏向主观论的。这就要由“历史心性”

说起。他认为族群由边界来维持，而事实上边界的缔造者则是一群人主观上对自我历史文

化的记忆、认同与对外部非“历史心性”人群的强烈异己感，这种所谓“历史心性”的说

法包含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根基性情感”的观点，来自共同族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

同想象。由此，王明珂认为，越是在边缘地区，族群认同越强烈，这既是用以抵御来自其

他族群的认同侵蚀与资源匮乏危机，也是某一族群得以自我鼎立与自我认同的工具。因此，

王明珂希望从边缘的视角来观察“何为华夏”，“何为边缘”。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疑问，王明珂与拉铁摩尔同样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同样

关注中国边疆族群的变迁，那么他们解读中国边疆的视角有什么继承性或差异性呢？下面

将简要分析。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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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拉铁摩尔于 1928-1929年在哈佛大学接受了人类学学术训练，后来成为了研究

中国边疆史的权威。事实上，拉铁摩尔本身就不是一位端坐书斋的学者，他曾多次赴中国

大陆实地调研。他的第一部著作《通向土耳其斯坦的沙漠道路》就是他于 1926-1927 年

10月跟随骆驼商队从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到克什米尔的考察记录。此后

十多年，欧文·拉铁摩尔又先后考察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为“唯一一位曾在内

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广泛游历的美国人。”
①1944年 5-6月，拉铁摩

尔又作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使团成员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并借此实地考察了西伯利亚等

中国边疆另一侧的广袤地区，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本身就是其多年游历和实

地考察的成果。

由此来看，注重实地考察是拉铁摩尔于王明珂的相似之处。王明珂从内心深处也不认

同未经过实践调查的文本分析：

“这或许是由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

握社会真实或历史真实。”②

由此，王明珂从 2003年到 2013年这十年间，每年都在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到处

翻山越岭探访羌族村寨。羌族村寨的历史文化事实也教给王明珂冷酷而真实的一课：

“事实上，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

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在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这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

虚妄。”③

与拉铁摩尔相似，王明珂继承了其文化生态理论，认为：

“游牧生计方式是由特定环境决定的，并不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

阶段，也并不落后于农耕生计方式，而是与农耕生计方式一样，是人类为了适应特定环境

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④

接下来，王明珂进一步根据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将北方的游牧人群分为草原游牧的

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以及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鲜卑三类。在王明珂看来，中国的

① 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中译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49 页。

②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数据，2008 年版，第 16 页。
③ 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133 页。
④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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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就是处于中原地区的汉帝国与这三类游牧人群体的互动共同构建的，甚至是后来在边

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都可以追溯到形成于汉代的这三种游牧人群体与中原

王朝的关系模式中。

（三）《华夏边缘》的族群研究案例

族群理论的建构固然是《华夏边缘》的一大理论贡献，然而王明珂着墨更多的则是典

型案例的麻雀式剖析，他的后续几部专著也基本是围绕几个案例铺开的研究。按照时间段

来说，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北方地区早期游牧社会的形成，

其二是两周及秦汉时期华夏边缘的建立与强化，其三是近现代华夏边缘的重建。前文提到，

王明珂在硕士论文写作时就关注到了上古羌人的历史问题，但由于研究方法与视野等问题

一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突破。下面，笔者将从《华夏边缘》一书入手，观察王明珂对羌

族历史记忆与书写的分析。

在讨论两周时期的羌戎问题是，例如周人的起源、太伯奔吴等这种与华夏边缘的最初

建构问题上，王明珂的基本逻辑是基于资源争夺而产生的历史记忆变迁导致的华夏边缘的

形成与漂移。与顾颉刚、马长寿的研究路数相比，王明珂在这一部分则更多着墨于对古史

研究范式的反思：

“将种种历史文本当作古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创作的社会历史记忆，社会情境与历史

记忆文本有其对应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思性历史知识是建立在典范历史知识的时

空架构上，它只是质疑典范历史的取材、解释与构成，批判典范历史简化了‘过去如何造

成现在’，因此让人们难以察见社会显示本相。”①

王明珂将历史记忆看作一种历史文本，希望透过古人述说本族群历史记忆的行为来推

测其背后的用意。由此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对顾颉刚“层累说”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由上文可知，周人族源问题也是顾颉刚、马长寿都在着力探讨的问题。而王明珂则对

中国古史学界的先秦文化研究方向保持怀疑态度。王明珂认为，对先秦商周文化的探讨应

该从边缘研究的视角进行，但问题的重点并非是周人到底从何而来，“羌”、“姜”究竟

是否为一字，而是华夏边缘的形成最初状态。王明珂通过对考古文化面貌和历史文献记载

的考察推测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该包括“戎”，甚至有可能周人和姜人以前都

①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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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戎”，他们以“西土之人”这个共同族源记忆来凝聚成为一个对抗东方商王朝的群体。

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人进入周原后“贬戎狄之俗”，强调自己是定居的、爱好

和平的农业人群，实际又在族源上将自己与戎狄区分开来，人为造成了二者间的族群边缘。

由此来看，王明珂确实为周人族源问题给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他一方面质疑中

国考古学界的先周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却仍未能解决“什么是先周文化”“先周文化是什

么样子的”这种关键问题。

与周人族源的研究类似，王明珂认为“太伯奔吴”的族源传说是吴国王室用以取得“华

夏”身份而进行的有意识编造。处于华夏边缘的吴国人通过假借华夏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

来获得加入华夏族群的权利，而华夏也以找回失落在外的祖先后裔来联合边缘族群，以构

成更加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组成更为坚实的华夏边缘。那么由此延伸一步来讲，与吴国毗

邻的越国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呢？可以从以下一段史料入手分析：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从王明珂的观点来看，就能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则史料。如果套用王明珂对吴国族源

的解释，那么可以理解为楚国人本就是世代居住于这篇土地的原住民，后来楚国为了摆脱

蛮族身份而依附中原政权，将自己看作一支从中原郑国地区迁出的族群，这种观点也难免

带有了工具论的色彩。

总而言之，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一书，乃至他的全部族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不同的视角和观念，有开先河之功。但是任何理论方法都会有其应用的极限，王明珂的族

群理论弊端与他的贡献同样明显，它可以用来解释现象背后的动因，却很难用来对某个现

象进行定义。

（四）小节与讨论

如果要比较顾颉刚、马长寿与王明珂的相异之处，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浓重的时代与范

式差异。顾、马二人带有深厚的“本土学派”风格，往往在古史前人的研究中探微钩沉，

希冀有所开拓。马长寿虽说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但那也只是中央大学留洋前辈的“转

手传授”，并没有亲身接受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然而王明珂有所不同，他接受了严格的

历史人类学训练，关注处于边缘地位的边缘群体，重视“边缘话语”的价值。从拉铁摩尔

到王明珂，他们的非中国传统研究中心视角让我们正视了关于中国边疆的一个现实，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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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边疆是由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建构的，现实如此，历史上也如此。王明珂等学者

的研究破除了根植于大多数历史著作的“文化中心主义”概念，从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

出发，强调对边疆不同地区的全方位比较观察，并以此形成经验性的理论准则，并以此准

则反身检验实践的真理性。

五、总结与讨论

在民族的界定与区分中，我们常以人群风俗习惯及外貌特征进行所谓民族的界定，在

考古学研究中，文化因素分析是着重强调的划分族群的方法。利用各类器物在类型学上的

变迁、纹饰的融会贯通进行文化谱系的构建，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融

合，如豫西关中的仰韶彩陶文化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得到继承发扬，抓住作为核心的文

化因素，其族群的历史变迁也就出来了。
①
但文化因素方法是存在漏洞的，其中定性定量

的研究方式、文化客体受体等等因素在实际中也很难把握，一旦各类文化因素复杂混乱，

就容易产生模糊。正如王明珂所言今日岷江河谷的羌人“一截骂一截”一样，当族群自我

认知尚浅，语言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时，族群的清晰界定就成为了一个难题。

对此问题，顾颉刚、马长寿、王明珂三人经由不同的学术路径，形成了关于“边缘”

的不同的观点。在本文的第一章中，笔者分析了从“华夷之辨”中的边夷到救亡图存呼声

中的“边政之学”再到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王明珂一系的“边缘研究”的学术脉络，认

为中国认知体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中“中心-边缘”观的存在由来已久，古今学者的民族叙

述与历史认知中也从未放弃对“边缘”的考察。王明珂突出了边缘的意义和视角，并在历

史的动态和文本的交互分析中指出边缘与中心共同建构的特点，并体现边缘和中心的互为

主体性。王明珂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不仅将边缘看作拱卫、衬托中心的工具，还将其看作

与中心互为主体的文化区位。

在本文的第二、第三、第四章中，笔者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认为顾颉

刚主要秉持文献溯源研究范式，从文献中拼凑出一个离散民族的历史真相；马长寿借鉴了

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合理之处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田野现实中，提出超越“汉化”与“民族

化”的“现代化”是实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途径。顾颉刚与马长寿的研究范

式有相近之处，这主要是由于二人的相似的学术背景，即浓厚的国学传统与严格的训诂考

① 雒有仓：《从青铜器族徽看夏人后裔与商周族群的融合认同》，中原文化研究，202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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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训练造成的。反观接受过完整的哈佛大学人类学训练的王明珂，则采用了“在文献中做

田野，在田野中寻找民族历史”的研究思路，将西方纷繁复杂的理论描述以浅白易懂的语

言表达出来，且能在鉴别优劣的基础上，自觉运用到特定的研究中去。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考古学缺乏理论已是由来已久的现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中

国文献史学发达，实证研究大有可为；二是长期与国际学界隔绝，少有学术交流；三是理

论和实践脱节，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凡此种种，都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健康发

展。
①
这个时候，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理论就会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文化因素分析往

往力有不逮，因为考古遗存文献资料都是核心族群运用统治手段建立族群认同的工具，对

族群认同有益的就被保留，而无宜的便被抛弃。
②
正如前文提到的“边缘”羌人与华夏周

政权的关系一样。所以，在“华夏边缘”理论看来，重点不在“羌人是谁”，而是“为何

要宣称自己是羌人”。“华夏”也是一样，造就华夏的也不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因素，而恰

恰也是羌人之类的华夏周边的“边缘”。他们是华夏民族内涵变迁的真正动因。言而总之，

古今学界争论的所谓“民族”概念恐怕也逃不出人为的建构了。

① 孙庆伟：《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书评，
https://mp.weixin.qq.com/s/E0DAOnB2dJ393D815pviXg，2021 年 1 月。

② 唐翠启：《叙事的再叙事：多民族史观下的“五方之民”》，民族文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


